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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民祥对１９２０至１９３０年间北京地区因欠发薪俸而引发大学教师“索薪”的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除１９２８年未有“索薪”运动外，其余各年每年都

有，且欠薪数量短则三五月，长的有累积２年多。吴民祥著：《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１６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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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与今日大学的人事编制制度不同，民国大学往往实行聘任制，教职员合同聘期通常不过１～２年。聘任周期短，教职员与学校间解聘较

容易。如１９３２年清华的教师规程规定：本大学教授之聘约前二次每次期限一年，以后每次二年，讲师、专任讲师的聘约则每年一订。参见《国

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档案：《国立清华大学专任教授休假条例，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编号：１－２－１－１０９。

清华教职员群体规模与流动研究（１９２５—１９５２）

梁　晨
（南京大学 历史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教职员是大学开展教研活动的基本力量，其规模与流动水平不仅与大学办学成效密切相关，甚至关系

到国家的整体高教和人才培养水平。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为个案，通过交叉比对并量化分析历年该校的《教职员

录》等史料发现：一方面，清华教职员存在着高流动性。多数的助教、教员等初级教师，因需要出国留学或进修而离

职，体现出追求上升的整体和规律性流动；１９３７年全面抗战的爆发和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等重要外部性政治、军

事事件更几乎造成了教职员群体的大换血。另一方面，若排除外部政治等因素，教职员的自主性流动相对有限，校

方发起的辞退更是少之又少。总体而论，在高职业流动性的表象下，清华大学也拥有稳定的核心骨干教职员群体，

并在二十多年里形成了两代甚至三代新老学者学脉赓续、薪火相传的状况，这为理解民国清华的办学经验提供了

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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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职员群体的规模、结构和稳定程度与大学的

办学成效密切相关。民国大学虽然常给人以自由、

开放的印象，但由于国家与社会动荡纷迭，大学常有

欠薪等问题①，同时高等教育师资困乏，人事管理比

较松散②，民国大学存在着教职员规模小、稳定性不

足的弊端，以致限制了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当时

已有评论者指出“教员的问题是在无恒心”，而首要

原因是任期短，“作教员之于学校，如燕之巢于幕上，

其受聘之期，短者为一学期二学期，最久者亦仅一

年。”［１］谢泳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１９４９年

前一百位教授的流动情况，发现他们平均流动三次，

多的达四五次。［２］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使得教授流

动很自由，学校间争夺教授的空间较大；另一方面，
也让教授们神经有点紧张。或是因为教学水平不
够，或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好，或是其他各种原因，都
有可能失业。
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尚不算丰富，吴民祥

所著《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一书应是最具代表性的。该书对近代
大学教师流动的状况和原因进行了梳理，指出思想
论争、校长理念、学术交流、政治干预、经济窘迫和战
争压力等六个方面对教师流动的影响，应该说非常
全面和准确地概括了民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原因。不
过，民国大学往往个性大于共性，彼此间经济状况、
校园政治氛围乃至与政府的关系等颇不相同，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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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研究的同时，也需要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

此外，学界在关注教师群体的同时，往往较为忽略职
员群体，只有弥补这一不足才能对整体的大学从业
群体的流动性形成认识。

本文以１９３０—１９４７年间八份《清华大学教职员
录》（以下简称《教职员录》）为核心①，通过量化分析
的方法梳理自改办大学（１９２５年）以来至院系调整
（１９５２年）清华教职员群体的数量变化和教职员来
校、离校的规模、时期及原因等。

一、清华教职员群体的构成与规模

清华初建时，教员群体规模很小，且多以美籍教
师为主。民国后，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清华大
学，清华也从外交部管辖转变为教育部管辖，清华教
职员的设置在保留少数自我特色的同时，逐步向教
育部相关规定靠拢。１９１２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大学
令》将大学教员分为教授、助教、讲师三类［３］；１９１７
年新订《大学令》划定教员等级为正教授、教授、助
教、讲师四类［４］；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又改为教授、副
教授、讲师和助教四个等级。［５］清华在１９２５年设立
大学部后，逐步形成了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和助
教四个专任教员等级以及少数音乐导师和兼任性质

的讲师。②专任讲师是清华特有教员等级，约等同
于教育部规定的副教授。１９３２年清华公布了更详
细的《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第二条
规定“本大学教师分教授（合聘教授）、讲师、专任
讲师、教员及助教”，“教授、专任讲师、教员及助教
为本大学专任讲师，合聘教授及讲师为本大学非专
任教师”［６］４４０。１９４６年清华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后，

专任教员职称又被重新划分为教授、副教授、专任讲
师、教员和助教五级。［７］以上是清华教员群体的基本
结构。

晚清时期清华职员数量和种类都很少，主要包
括总办、会办、文案、庶务员和书记生等，多数有官职
品级或功名身份。进入民国后，教育部曾规定直辖
专门以上学校应设职员为：校长，学长，教务主任，教
员，学监主任，学监，庶务主任，事务员，其中“学长限

于大学校用之”，“教务主任限于高等师范学校专门
学校用之”。另外还“设有附属学校之主任及附设试
验场或病院之场长院长等”。［８］而清华学校时期职员
数量在增至２０～３０人左右的同时，设置包括有学堂
监督、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医生及中英文文案以
及会计和若干管理员，与教育部规定显然不完全一
致。改办大学后，随着各类行政和教学机构的增设，

职员人数大幅增加。除校长、秘书长、教务长外，职
员主要由主任（相当于科长）、事务员、助理员、书记
四个等级构成［７］６４、１４６，但考察教职员名册，具体的职
员种类要复杂：除上述４种外，还有秘书、教官、教练
员、医员、工程师、技师、队长、组员、绘图员、女生指
导员、药剂生、检验员、护士、练习生，等等。他们广
泛分布于教务处、注册部、图书馆、宿舍办公室、秘书
处、文书科、出版事务处、会计科、医院、军乐队、军训
部乃至各院系中。抗战以前，校长、秘书长和教务
长，即所谓“三长”是最高级别的职员，１９４６年后还
新增了训导长。

自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起到１９４７年，清华教职员群
体规模总体上处于发展和增加中（见图１）。但抗战
南迁初期有较大下降。１９２５年，清华开始谋求建立

图１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职员群体的规模变化

数据来源及说明：１９２０年前数据来自苏云峰估算最高

值（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１９１１—１９２９》，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所，１９９６年，第５９－６０页）；１９２７年数据来

自《校闻·本校人口统计》（１９２７年），《清华周刊》第４２０期；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数据据当年《清华大学教职

员录》；１９３８年职员数据使用了《清华大学校史稿》中指出的

抗战初有４０名左右职员随校南迁，估算为１８２人。此外，有

１人同时兼任教员与职员的，因此教员与职员总数相加要略

高于教职员数。

①　八份教职员名单分别是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８年、１９４０年、１９４６年和１９４７年教职员录，其中１９３８年和１９４０年是西

南联大《教员名册》和《职员名册》，收录于王文俊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教职员卷”，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３－９９页，

其余年份为清华大学教职员录，收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编号：１－２－１－１３３［１９３０年度］，１－５－００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度］，１－５－００４［１９４６年度］以及

１－５－００５［１９４７年度］。１９３８年名册中教员和职员都标注了归属大学（北大、清华与南开），１９４０年名册仅标注了教员归属大学，没有标注职员。

②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清华还有党义讲师，但学校通常将其归类为职员而非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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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大学，教职员工的数量因此有了较大增加，规

模从几十人迅速增加到二百人左右。１９２８年以后，

随着清华升格为国立大学，学校经费进一步明确，国

家处在“内战与伟大抗日战争中间的一段空档”［９］，

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行政机构与院系专业都

扩展了，清华更是由此成长为民国最重要的国立大

学之一。１９３０年教职员人数从３００多人发展到了

４００人左右，并在１９３５年达到高峰。比较发现，

１９３５年名册中有５０名练习生，但１９３６年名册中没

有任何练习生记录，若将练习生剔除在外，１９３５年

与１９３６年教职员群体数量基本是持平的。１９３８年

抗战爆发、学校南迁，先暂建长沙临时大学，后去云

南建西南联合大学，很多教职员因此流失，规模明显

收缩。对比１９３６年清华教职员录和１９３７年长沙临

大中清华教职员数量，教授从１００人减少到７５人，

教员从２７人减少到１３人，助教从６７人减少到３８
人。［１０］抗战后学校复员北平后，教职员规模又进一

步扩大到接近６００人。

从教研与行政机构的角度看，在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初清华建成完全大学的过程中，各类机构的数量

有了一些增加，此后趋于稳定。抗战胜利后，随着学

校规模扩大，各类机构又有了一次明显增加。但两

次增加都以教学与科研机构为主且战后增加的数量

更大（见图２）。１９３８年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先后颁布

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

施方案》，要求各内迁高校推行战时课程，根据抗日

救国的轻重缓急进行专门化人才培育。战时清华大

学土木工程、航空工程、化学工程等工具性学科的增

设与扩展都与政府的这种引导有关。甚至抗战后清

华院系增设农学院、建筑系等也是配合国家需要的

结果。如增建建筑系，便是因为“抗战军兴以还……

战区城市将尽成废墟，及失地收复以后，立即有复兴

图２　年清华大学机构数量变迁，１９３０—１９４７
数据来源：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教职

员录》。

焦土之艰巨工作随之而至”“为适应此急需计，我国

各大学实宜早添设建筑课程，为国家造就建筑人

才”。［１１］

总之，就民国清华教职员规模而言，作为民国规

模较大的国立大学，清华的教职员群体总数也仅在

数百人，与今日的清华甚至一般大学都不可同日而

语。同时，如果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影响，清华教职员

群体的规模总是处于持续扩展中的，无论是抗战前

和抗战后皆如此。显然，抗战对教职员群体的规模

影响极大，对教职员群体的流动亦如此。

二、清华教职员的流入

教职员群体流动包含流入与流出两方面，根据

图１反映出的总体增长趋势，本文首先讨论教职员

群体的流入。教职员群体规模的增长和学校的发展

关系密切。前述内容已经表明，１９２５年建立大学

部，１９２８年改建国立大学都曾造成清华教职员群体

的迅速扩展。进一步分析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国立清华大学教职员录》中各位教

职员“到校时间”一栏信息，共计１　３７８位教职员（一

人兼多职的按一人算），除３３位（１２位教员，２１位职

员）没有到校时间记载外，其余到校时间分布见图

３。这批教职员最早到校时间为１９１０年，教职员有

比较明显增加的时期约略可分为三阶段，即“１９２３—

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５—１９４７年”这三个

阶段。（见图３）

图３　清华大学教职员到校时间分布

注：教职员指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

《教职员录》记录在册者。

１９２３年前清华新进教职员的数量应该非常少，

教授和专任讲师等高级教员只有４位是这一时期加
入清华的，包括先担任教务长，后长期担任校长的梅
贻琦，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留美预备学校时期的清
华师资和日后完全不同，同时主要的美籍教员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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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建立大学的过程中离职了。① １９２３年起随着曹
云祥掌校，清华提出了改办大学的具体方案。［７］４６此
时，自１９０９年开始选派留美起，由于留美资助时间
为５年，已有十届（１９０９—１９１８年）留美学生中的绝
大多回国。截至１９１８年，不包括津贴生等，清华选
派留美的十届学生总数达５１１人［１２］，他们中不仅已
经涌现出胡适等著名学者，而且像梅贻琦（第一届，

１９１５年到清华任教）等已在清华工作，这即为清华
改大奠定了人才基础，也预示了清华教员，特别是教
授的重要来源。在曹云祥任职期内（１９２２—１９２８）的
头３年，新进入清华的教职员人数都达到了两位数，

教授与专任讲师共计２０位，有８位是学成回国的清
华留美生。② 这一时期是清华大学教育发展初期，

中、初级教员还很少。１９２６年体育教师涂文是清华
的第一位教员，助教一直没有。

１９２８年清华正式改名“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
接任校长。他一方面忙于扩充学额，大学部学生数
从三百人增加到五百人；一方面针对师资薄弱，课程
不足的问题，积极提升教师待遇，调整和增加师资数
量。［７］９６、９７例如历史系大学部时期只有教授西洋史的
刘崇鋐和刚从北大毕业，教授日本史的萧一山两
位［１３］，师资匮乏。１９３０年历史系与外文系合聘钱端
升并引进孔繁霱开设“史学方法”和“欧洲中古史”，

课程设置才略有增加。相较于前一阶段，此时每年
新进教员数从１０人左右迅速上升到３０多人、４０多
人以至７０多人，增幅很大。教授与专任讲师群体的
增长也从前一阶段每年数人发展到１０多人至２０人。

尽管学校发展总会带来教职员群体扩大，但校
长背景的不同，也可能造成教职员规模在增长的同
时又各具特点。如罗家伦作为北大毕业生，又代表
国民党北上接收清华，建立起一支能够“为我所用”

的行政班底是他上任前后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

他延揽来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北大同学冯友兰与杨振

声，一位任秘书长，一位任教务长，形成了由“自己
人”组成的行政“三长”。此外还任命了其在东南大

学的学生郭廷以担任校长室主任秘书兼文书主任，

其他还有东南大学的戈定邦、唐培经以及中央党务
学校的马星野、唐心一随罗氏来清华任职，他们都是
罗的学生。［１４］２９，３２，３５１９３１年梅贻琦接任校长后，由于
他本身不具有政治派系背景，又比较尊重教授，因此
清华大学的校政较为稳定，教职员的规模呈现出一
种整体性的增长。表１对比了１９３０年以来各年份
各级别教职员的数量，若不考虑抗战南迁等时期的
变动，梅贻琦执掌清华后，以教授、专任讲师（副教
授）为代表的高级教员，以教员和助教为主的初、中
级教员都有一定的增长。以主任为主的高级职员、

以事务员为主的中级职员以及以书记和助理为主的

初级职员群体则没有明显增长，相对要稳定很多。

教员规模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院系的设

立。梅贻琦掌校后，出于自身的工科专业背景和配
合政府发展实科的考虑，积极扩建校舍和工学院等
专业，“注重发展理工课程，开始成立工学院，充实设
备，加添建筑，扩充校址，又更与校外机关接洽联络，

设立航空讲座，筹办农事实验场，在华中举办特种研
究事业，在南昌进行航空工程研究，更与外国约定交
换研究生及在校内扩充学术出版物，诸如社会科学
季刊，工程季刊，机工月刊、吕氏春秋集释、中日甲午
战争之外交背景等”，“实为清华大学发展最鼎盛之
时期。”［１５］工学院机械工程与电机工程两系的添
设［１６］，配合政府政策及国防之需要新建了农业、航空
和无线电三个研究所等［１４］７３，必然会带来相应的教职
员增加。１９３２年清华新聘任教授和专任讲师共计

１９人，其中为工学院添聘６人。１９３５年新设农业研
究所和出版事务组，教职员一下增加了１３名。

１９４５年后随着抗战的胜利，清华的教职员又有
了新的增加。特别是１９４６年迁回北京后，一方面很
多抗战期间各种原因离开学校的教职员回来了，另
一方面，随着农学院、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建筑工程
系以及建筑委员会的新设立以及海外留学生的回

归，清华办学和教职员规模有了进一步扩展，包括各

①

②

有关清华早期美籍教员的素质和贡献，不同著述之间颇有差异。如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认为美国教员“其中多数是中学教员和刚毕
业不久的大学生，但也有的教学水平很差”，“左右着清华的教育”“学校当局只能言听计从”，“实施完全美国化的、殖民地性质的奴化教育”以及
“依仗美国公使馆的权势，对学校行政和学生的政治活动也施加干涉”。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７－
１８页；但苏云峰认为“他们（美籍教员）并非美国一流学者，但具有相当的学养训练与教学经验，且都是青年会的成员，热心于教育与辅导学
生”，“他们多能尽到作教师的本分”，“余多不干涉校政，或从事于与教学无关的政治性活动，对清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苏云峰著：《从清华学
堂到清华大学：１９１１—１９２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４３、１５５页。

这八位是金岳霖（１９１４级）、袁复礼（１９１５级）、陈达（１９１６级）、吴宓（１９１６级）、刘崇鈜（１９１８级）、叶企孙（１９１８级）、陈岱孙（１９２０级）和
高崇熙（１９２２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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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清华教职员群体构成与人数，１９３０—１９４７

１９３０年 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５年 １９３６年 １９４６年 １９４７年

最高行政领导 ３　 ６　 ８　 ８　 ９　 １０

高级教员 ７１　 ８８　 １１５　 １０８　 １４８　 １６３

中级教员 １８　 ２１　 ３０　 ２７　 ５３　 ６２

初级教员 ２７　 ３６　 ７０　 ７５　 １１７　 １３８

高级职员 ７　 ６　 ８　 ８　 １２　 １４

中级教员 ２０　 ２８　 ２６　 ２６　 ３９　 ４３

初级职员 ５８　 ６１　 １４９　 １００　 １４０　 １５１

兼职教师 ３１　 ３４　 ２３　 ２０　 ２７　 ２０

　　数据来源：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６、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教职员录》。最高行政领导包括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训导长及各学院院

长；高级教员包括教授、副教授和专任讲师；中级教员包括导师、教员；初级教员指助教；高级职员包括主任、秘书、校医、工程

师、技师和党义讲师、教官等；中级职员包括事务员、组员、佐理员、指导员和队长等；初级职员包括书记、助理、练习生、看护、

绘图员等；兼职教师指各类非专职的讲师。分类主要以学历要求和薪俸待遇为标准，职员也参考了１９３７年《职员服务规程》

（清华大学档案：《国立清华大学评议会纪录》，编号：１－２－１－００６：５）中对各类职员的规定。

个院系、机构的助教、助理和书记等初级教职员群体

也都有了明显扩展。

三、清华教职员的流出

虽然自１９３１年接任校长后，梅贻琦就一直担任

清华校长，且校内治理非常稳定，甚至“和谐”，但在

教职员规模上不断扩展的同时，也应看到教职员的

离职也一直存在，甚至比较频繁。导致教职员离职

的原因约可粗略地分为学校内部因素和学校外部因

素两类：１９２３年前后清华从留美预备学校发展到大

学教育，内部因素导致了教职员的“大换血”。１９２０
年《教职员录》记录的９４位教职员中仅有１０人留在

了１９３０年的《教职员录》中，流失率近９０％，留下１０
人中也仅有外文系教授王文显是教师，其他全部是

职员。① １９３６年起华北危局到抗战全面爆发，是外

部因素影响了教职员的任职。交叉比较梅氏主政前

后到离开清华前相关教职员录（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２／

１９３６年、１９３６／１９４７年）②，可以发现在国事、校事与

家事的多方纠缠中，教职员群体的动荡与不稳定。

一方面，时段拉长，流动率自然会有增加；另一方面，

抗战和学校南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１９３６年华北

局势已然危急，但战争尚未爆发，超过一半的清华教

职员已经流失了。经过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４７年的１１年，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学校先是南迁长沙、昆明等

地，再北归回到北平，颠沛流离之间，超过七成的教

职员离开了学校。

再以１９３２年在册的全部教员为例，其中仅有８
位教授和２位教员在初次任职清华后就没有离职

过，其他都有次数不等的离职经历。８位未曾离职

的教授，外语系吴可读因车祸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去

世，生物系吴韫珍和中文系朱自清因病分别在１９４１
年和１９４８年去世，另有中文系闻一多于１９４６年被

暗杀。考虑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中清华的文学院、理

学院被整体取消的情况，这４位教授若没有去世也

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离开清华，那样首次

任职后就没有离职的教授实际上仅有４位。两位未

曾离职的教员，中文系许维遹在１９５０年去世，否则

１９５２年被调整也几乎是必然。

不同类型和等级教职员的流出情况也有一定差

别。表２比较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２／１９３６、１９３６／１９４７教

职员名单得出其流动情况。首先，１９３６／１９４７在各

个职业上的变动显然都要大于此前，这与时间拉长

和抗战南迁应该由密切关系。其次，讲师作为兼职

教师，显然是最不稳定的。不论有无战争发生，数年

间几乎就都换了一遍。再次，初级和中高级教员在

①

②

１０个人中还有一位章寅，先是在清华担任中文教员６年，自１９２０年初由教员改为职员，出任注册部主任。

由于１９３８、１９４０教职员录中职员部分没有区分职员的归属校，同时也有少数教员归为联大而不区分三校，因此此处比较暂时使用这
两份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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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前也有较高的流动，其原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最后，在个人“人力资本”以及和校方“聘任博弈”中

完全处于高、低两端的高级教员和初级职员竟然是

相对最稳定的群体。

表２　清华各等级教职员流动情况表（流出数／流出率）

中高级教师 兼职教师 初级教师 中高级职员 初级职员

流出数
流出率

（％）
流出数

流出率

（％）
流出数

流出率

（％）
流出数

流出率

（％）
流出数

流出率

（％）

１９３０／１９３２　 ３２　 ３６　 ２３　 ７４．１９　 １６　 ５９．２６　 １４　 ４６．６７　 ２５　 ４３．１０

１９３２／１９３６　 ３４　 ３１　 ３１　 ９１．１８　 ２６　 ７２．２２　 ２０　 ５０．００　 ２９　 ４７．５４

１９３６／１９４７　 ６６　 ４８．８９　 ２０　 １００　 ６８　 ９０．６７　 ２５　 ５９．５２　 ８０　 ８０．００

　　注：教职员等级分类同表１。数据来源：１９３０、１９３２、１９３６和１９４７年《清华大学教职员录》。

　　中高级教员的稳定性超过初级职员，这与一般
的印象似乎不一致。由于民国大学教员与学校间通
常是聘任关系，且聘任时间不长，一般认为流动性较
高。如吴民祥指出：“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
的自主性，而教师们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流动
成为他们生活的一种常态”，“那时的教授很少有在
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
很大”。［１７］９１９３２年前，清华教授自第２年起可获得３
年聘约，但１９３２年《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
规程》公布后，规定“本大学教授之聘约前二次每次
期限一年，以后每次二年”，“讲师、专任讲师聘约每
年一订”［６］，聘期不长是显然的。同时，清华教员群
体的总体流动情况基本是支持这一判断的，即绝大
多数教员都没有终身在清华任职，而是存在着一次
甚至多次的流动。但也不得不指出的是，教授、专任
讲师等中高级流动性是相对较低的，如果不考虑建
国以后院系调整的巨大影响，即便有抗战爆发、学校
长期南迁的重要影响，仍然有超过半数的中高级教
员任职是稳定的。假设没有抗战爆发，甚至可能绝
大多数教授任职是稳定的，反倒是教员和助教的流
动性很大。

以１９３２年在册清华教职员为例，其中高级教员
和初级教员的离职时间和离职原因区别明显。该年
在册教员中除有８位助教的任职／离职的情况不清
楚外，其他教员的离职时间都比较清楚，大部分离职
原因也能通过其他史料挖掘出来。以教授为代表的
高级教员和以助教为代表的初级教员人数相对较

多。教授群体在抗战前（２４．７％，占全部离职人次比

例，下同）、抗战中（３１．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初期（４１．６％）都有一定数量的离职，同时呈现出逐

步增长的趋势，高峰则出现在１９４９年后，共有３２位

教授在此期间离职。除白俄学者葛邦福是因政治身

份自行离职外，其余都是因院系调整和新建机构的

需要而调离①，因此院系调整可能是清华教授流失

的最重要原因，程度甚至超过抗战爆发和清华南迁。

１９３６年前教授的离职原因相对多样，如出国进修
（化学系黄子卿、物理系赵忠尧、心理系叶麐等）、国

家征调而从政（地理系翁文灏、历史系蒋廷黻、经济

系蔡可选、社会学系吴景超、土木工程学系陶葆楷）、

转任其他大学，主要是担任其他大学的校长、院长
（物理系萨本栋出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算学系孙鎕

出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化学系李运华出任广西

化学试验与科学研究所所长，进而任广西大学校

长），甚至还有少数几位因卷入政治事件而离任（政

治系钱端升１９３４年在任《益世报》主笔时，因针砭时

弊被迫离开清华转任中央大学；哲学系张菘年因参

与“一二九”运动而被清华辞退）。此外，外文系教授

艾克则是因为身体原因离开的。

１９３７年以后，教授离职的具体原因虽然还是有

差别，但显然都与抗战有关，主要包括服务抗战转任

政府机关、调任其他大学或教育机构、个人原因离校

等三大类原因。第一类的教授主要有外文系叶崇

智、经济系余肇池、政治系王化成和浦薛凤以及心理

① 这３２位教授包括社会学系陈达、吴景超，外语系温德、陈福田，历史系刘崇鈜、葛邦福、孔繁霱和雷海宗，哲学系冯友兰、金岳霖和邓以
蛰，经济学系余肇池、赵人儁，政治学系张奚若，心理学系周先庚、孙国华，算学系杨武之，物理系叶企孙、周培源，化学系高崇熙、黄子卿，地理学
系袁复礼、冯景兰，生物学系陈桢、李继侗，土木工程学系王裕光、张泽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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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孙国华、物理系叶企孙等，都先后转入了外交部、

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立编译馆和中央研究院等机
构担任重要职务。第二类包括两种：一是如电机工
程系顾毓琇出任教育部次长，熊庆来、吴有训各自先
后出任云南大学、中央大学校长等被选拔担任其他
学校、教育机构的要职。二是学校间的教师交流。

抗战初期随着高校内迁和西安、长沙两所临时大学
的建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就曾致函教育部“查国内战
区各大学教授，人数甚多，而临时大学仅有两所，将
来合班上课，原聘教师必有多余。本会拟与贵部会
商，选送一部分教授，分赴边远大学如云南、广西、四
川等大学担任教席。”随后教育部指示“应即函知西
安、长沙两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查明可
以选送至云南、广西、四川等省教授姓名略历，径行
送达该会，再行商洽办法”。［１０］３９９，４００１９３８年长沙临大
拟定了选送教授名单，其中清华选送到云南大学的
为赵宗尧（原拟任之恭，后改），四川大学的有曾远荣
和萧公权两位。［１０］４００，４０１

还有１１位教授是在抗战大背景下，因个人原因
离开清华的。其中３位外文系外籍教授翟孟生、华
兰德和石坦安离开清华后去向不明，推测可能回国。

另有５位教授都留在了北平，包括生物学系寿振璜
和化学系张准，先随校到昆明但后因家事等又离开
西南联大回北平。滞留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个人
及家庭的需要，对此后人应要给予充分的理解。西
南联大时期教授生活的艰辛已经有不少介绍，如其
“最高月薪，也不够两个成年人的生活费”［１７］２３１等，

对有家累的教师来说，这是不能不考虑的现实。如
萨本铁因兄长萨本栋１９３６年已经离开清华出任刚
刚国立化的厦门大学校长，而父母家人均在北平，因
此最终决定留在北平以照顾家人。① 西南联大秘书
长郑天挺先生在日记里也反复提及，因为父母子女
在北平有弟弟照料，才使得他能一直留守昆明。②

复员后到１９４９年前有６位教授曾离开清华。

其中电机工程系章名涛是抗战胜利后应上海市政府

邀请前往帮助恢复该市公交车运行，１９４７年完成工
作后即回到清华。剩下５位中有３人是去美国进
修、考察，如果不是战局发展，通常还会回清华。另

外两位外文系陈福田以及历史系陈寅恪实际上还是

因为国共战局发展而在１９４８年离开清华，基本可以
和１９４９年后因政治原因、院校调整等离开清华的教
授归为一类。

相对于教授群体离职原因较丰富，且主要受抗
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政治事件影响不

同，助教群体的离职绝大部分是因为出国读博、进修
以便晋升等。初级教员者，想要有所晋升，出国深造
也是必由之路，吴晗、华罗庚等便是例子。正如唐启
明所说：“在所有社会，教育和职业声望都有很强的
关联”［１８］，因此，初级教员的流动主要是上升性的垂
直流动。同样以１９３２年在册助教为例，３０位助教
中有７位流动情况不明，剩下２３位中有１８位是因
为出国进修、留学离开清华的。抗战中离开的助教
和教员，主要原因也是出国留学和进修。如政治学
系助教龚详瑞因考取留美而辞职，土木工程系助教
王德荣、朱民声、谢家泽三者因出国留学而辞职，土
木系助教周惠久出国解聘，土木系教员沙玉清出国
请辞，助教方福森考取留洋津贴生请辞等。［１９］这与
清华教员和助教升等为专任讲师和教授等，一般都
要有海外学位或进修经历关系密切。［２０］实际上，清
华本身能提供一些留美的机会也是能吸引本科毕

业的年轻学人愿意留在清华任教的重要原因，因此
而离职也就更能理解。这种上升性流动不仅有制
度规定，更是相对有序和良性的，出国的年轻教员们
学有所成后，很多又回归了国内教育界，甚至回到了
清华。

在１９４７年名册中电机系共９位教授，其中黄
眉、范崇武、常迥、孙绍先、唐统一和钟士模等６位中
青年教授都有相似经历。黄眉１９３５年清华本科毕
业，１９３６年由学校资送留德，回国后先在重庆大学
任教授，１９４６年又回清华任教授并代理系主任。钟
士模交通大学毕业后来清华做助教，１９４３年由学校
资送留美，１９４７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回清华任
教授。孙绍先１９３７年清华电机系毕业留校任助教、

教员，１９４４年获奖学金赴美留学，１９４６年在麻省理
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回国，担任清华电机系教授。

常迥１９３６年进清华大学，１９４０年西南联大毕业后

①

②

抗战中萨本铁因出任伪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院长而被视为汉奸，１９４６年曾短暂回到北归后的清华任教，但很快因抗战时期的经历只能
选择离校赴美。

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载，西南联大时期自己“寓居昆明城内柿花巷４号”，“儿辈居北平西城小酱坊胡同２３号前院，由三弟照看”。《郑天
挺西南联大日记》（上册），中华书局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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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无线电器材厂任助理工程师，１９４４年留美，

１９４７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清华任教授。唐统
一１９４１年西南联大电机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３
年去英国进修学习，１９６年回国后在清华电机系任
教授。其他各院系中青年教授也多有类似情况。

职员的变动主要产生于抗战时期。１９３６年与

１９４０年《教职员录》比较，至少留在西南联大的职
员，校长与秘书长不算，仅有１９人。其中主任３人，

事务员２人，技师２人，助理８人和书记４人，而

１９３６年在册职员有１４６人之多。清华校史亦指出：
“原清华职员随校南迁者有４０余人，后相继离校，留
校工作者只十余人。联大职工大多数是在当地新招
的人员。职工待遇低，生活异常困窘，而且工作没有
保障。行政工作效率较战前清华大为降低。”［７］３１５从
档案里几乎没有发现职员因为工作问题而被解职

的。只有一个图书馆练习生王树试用一年因工作不
甚努力而被辞退。［２１］此人尚是试用期的练习生，还
非正式职员。其他的离职则是由于身体原因造成
的，如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１日，军乐队助理王龙升因“一
年前得脑充血症，不能继续服务，今年去职，医疗费
用更无力承担”。［２２］

四、余论：“动中有静”与薪火相传

以上分析表明，民国清华教职员工总体上处于
高流动性状态，只有不到５％的教职员能够出现在
每年的名册中，绝大部分教职员都有长短不一的离
校经历。不过，种种流动背后可能也隐藏着某种教
员群体的稳定和正常的自然更迭，否则很难理解一
个相对于今天教师规模有限，教职员又高速流动着
的大学能够在教学、科研上成效卓著。

国立大学以后的清华逐步向完备大学发展，到

１９３４年院系设置基本定型，计有文学院、理学院、法
学院和工学院４个学院１６个学系。① 本文选取文、

理、法、工４个学院各３个成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的
学系，即文学院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理学院算

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经济学院政治系、经济系和
社会学系②以及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机械工程系和电
子工程系等共１２个系，以１９３２、１９３５、１９３６、１９４０、

１９４６和１９４７年６个年份清华《教职员录》信息为基
础，串联比较后（此时均为梅贻琦掌校，可视为内部相
对稳定时期）发现有相当一部分骨干教授是长期任
职的，同时自国立大学建立以来，清华也逐步培养出
了核心的年轻教授，形成了“薪火相传”的局面。

１９３２年上述各学系少则有２位教授和专任讲
师，多则９个（中文系）是长期在职的，这些共计４３
位高级教员构成了清华１２个学系的骨干，也保证了
清华教学、科研的延续及发展。自１９３２年以后梅贻
琦稳定地担任校长既是高级教职员任职稳定的表

现，也是重要的原因。１９２５年清华建立大学部之
初，校内存在着派系斗争和待遇虽稳固，但逐渐也不
够优厚的状况而导致教师流失，聘任不易的局面。

邱大年在清华教书时，虽然他也承认薪水可靠，但因
校内各派纷争不断，依然毅然离开，改就师大之
聘。［２３］钱端升也指出清华要想聘请到一流教授，必
须解决中外教员待遇不平等，留学与非留学教员待
遇不平等等问题，从而消弭派系矛盾。［２４］罗家伦任
校长后，提出提高教师待遇，要和政府、海关等工作
人员看齐，［２５］这显然是出于吸引留学生考虑，因为
当时清华留美生很多就供职于政府的交通、海关、外
交等部门，待遇要高于回清华任教。梅贻琦任校长
后“教授治校”完全确立③，清华教员的地位较高，拥
有了更多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的权力，也极大提升
了教员的心理优越感和生活体验，矛盾冲突大为降
低，这些都有利于较员群体的稳定。冯友兰就曾说：
“虽然清华的一般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但
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有一次惶惶不安。”［２６］甚
至即便有抗战南迁的巨大影响，清华教师除一部分
离职（约７０余人）外，大部分都随校南迁了，［７］３１２比
例明显高于联大的另外两校北大与南开。［１７］２５６，２５７

此外，民国清华教师群体以留学，特别是留美为

①

②

③

西南联大时期曾增设师范学院，但北归后师范学院留在了昆明。１９４６年清华增设农学院，依旧保持５个学院。１９４９年清华、北大和
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１９５１年厦门大学、西北工学院和北洋大学三校航空系并入清华航空系，改设为清华大学航空工程
学院，清华恢复为５个学院，但随即开始的院系调整使清华的院系专业发生了彻底改变。因此，总的来说民国时期的清华还是以文、理、法、工

４学院为主。

抗战以前社会学系归属人文学院，法学院只辖政治和经济两系，抗战后社会学系转辖法学院，此处将社会学系统一归入法学院下辖系
处理。

自１９２８年罗家伦掌校到梅贻琦接任之前，清华教员与校长之间因权力划分产生过多次矛盾甚至冲突，直到没有政治背景的梅贻琦接
任并秉持尊重“教授治校”原则才使得冲突消失。苏云峰著：《抗战前的清华大学，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第１９－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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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形成了三代左右的稳定发展。清华肇始于留

美预备学校，１９２９年前旧制学生均全部派遣留美，

因此在１９２５年改建大学后自然也多吸收毕业生回

校任教，逐渐形成了以留欧美，尤其是清华留美生为

核心的教授群体。以１９３６年为例，教授绝大多数是

留学美国的，２／３以上又是清华的留美生。在讲师、

助教中，清华大学的毕业生约占２／３左右。［７］１４４１９３０
年时，清华除音乐、体育以及党义教员外，共有教员、

助教３３人，其中清华毕业的１４人，占４２．４％。［２７］中

下级教员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也可以成为高级教员，

如浦江清、吴晗、邵循正等都是从教员升专任讲师，

升教授［２８］，但留学或出国进修，尤其是赴欧美又是

升等的重要环节。１９４７年电机系９位教授中有７
位中青年教授，其中有６位实际上都是先在清华学

习或任教，然后资送出国，学有所成再回清华任教

授。这些年轻教授一方面多有在清华学习或任初级

教员的经历，得到过以１９２０年前留学归国的教授们

的教导；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抗战中先后留学欧美，

与战前，尤其是１９２９年前赴美留学的预备部清华学

生形成了前后相衔接的两代学人，实现了学校师资

的“薪火相传”和赓续发展。电机系的董树屏，１９３４
年中央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清华（包括西南联大）任

教，由助教、教员逐步升至教授后，到１９４８年才去美

国访学，在理工院系中属于出国留学或进修较晚的。

工学院老院长顾毓琇在２０００年就曾说：清华机械工

程系于１９３２年创始至今６８年，庄前鼎、刘仙洲、李

辑祥各位教授领导在前，董树屏教授继续负责，致有

今日之发展，功绩甚大。［２９］

因此，虽然民国大学教职员的流动性比较强，流

动的原因较多，但清华因为校政管理者和教授群体

关系和睦，办学经费相对稳定以及出国机会多等因

素，教职员群体也具有相当地稳定性和良好的新老

替代、持续发展。这与既有研究所强调的民国高校

教员具有高流动性的结论是有区别的。也表明由于

民国高校之间的经费状况、校政治理及校园文化差

异极大，民国大学史的研究亟需更多的个案分析，才

能防止“以全盖偏”。在进行个案整体数据分析的同

时，还要从多角度进行数据分析和理解，否则也容易

为现有的“常识”所左右，在落入既有认识“窠臼”的

同时，无法发挥数据分析善于发掘隐藏历史现象的

优势，甚而失去推进历史研究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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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国立清华大学专任教授休假条例，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

［Ｚ］．清华大学档案．编号：１－２－１－１０９．
［７］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Ｍ］．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１．
［８］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务暂行规程［Ｊ］．教育

杂志，１９１４，６（５）：１５－１６．
［９］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Ｍ］．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１２６．
［１０］王文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教职员卷（第４卷）

［Ｍ］．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１］梁思成．致梅贻琦信［Ａ］／／梁思成全集：第５卷．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２．
［１２］国立清华大学同学录［Ｍ］．北平：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

公室印行，１９３６．
［１３］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

［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３８．
［１４］苏云峰．抗战前的清华大学：１９２８—１９３７［Ｍ］．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０．
［１５］吴绍荃．清华三十六年［Ａ］／／清华大学校庆三十六周年

纪念特刊．１９４７：３－５．
［１６］本校之新建设［Ｊ］．清华周刊，１９３２，３７（１）：１４６．
［１７］吴民祥．流动与求索———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流动研究：

１８９８—１９４９［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８］ＴＲＥＩＭＡＮ，ＤＯＮＡＬＤ　Ｊ．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１４９．
［１９］国立清华大学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７年聘任各系各级教师的

来往函件［Ｚ］．清华大学档案．编号：１－２－１－１１１：１，２．
［２０］梁晨．民国大学从业群体的阶层结构与流动研究———

以清华大学为例的考察［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５（３）：７４－８４．
［２１］国立清华大学任免图书馆职员的来往函件［Ｚ］．清华大

学档案．编号：１－２－１－１１６．
［２２］国立清华大学任免教务处、宿舍办公室、军乐队、军训

部、体育部职员的来往函件［Ｚ］．清华大学档案．编号：

１－２－１－１１５．
［２３］李璜．忆民十四五在北大教书时的四位好友［Ｊ］．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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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１９６７，１０（５）：２３－２６．
［２４］钱端升．清华学校［Ｊ］．清华周刊，１９２４，２４（３０）：３５－４２．
［２５］罗家伦．学术独立与新清华［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第２卷（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２０７－２０８．
［２６］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１卷（自序）［Ｍ］．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８７．

［２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令报职员履历及有关铨叙等部令

［Ｚ］．清华大学档案，编号：１－２－１－１３３．
［２８］国立清华大学聘任委员会会议纪录暨部分提案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Ｚ］．清华大学档案，编号：１－２－１－１０８．
［２９］周文业．清华名师风采：增补卷（下册）［Ｍ］．郑州：中州

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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